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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最近一二十年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政治议题之一，并在最近几年显得尤为突

出。早在 2016 年的英国脱欧（Brexit）公投中，限制外来移民就是英国脱欧派的主要诉求之一。

在 2017 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领袖玛莉娜·勒庞击败传统主流政

党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候选人，闯入第二轮决赛。勒庞曾经声称，移民是对法国人口的“有组织的

替代”（an organized replacement），并认定部分外来移民难以被同化，所以主张限制移民。① 2017

年德国大选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当时成立不过五年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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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成为国会第三大政党。该党主张限制移民和抵制异质宗教对于德国社会的“入侵”。在 2019 年

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移民问题也是政治焦点之一，主张限制移民的右翼政党的议席得到了进一步

扩张。在美国，移民同样是选举政治的重要议题。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主张限制移民和调

整美国移民政策，实际做法包括限制特定国家或宗教移民的入境、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改变

美国跟移民有关的法律等。

过去，我们主要根据阶级分析法来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但始料未及的是，

并非属于阶级政治经典议题的移民问题却在最近几年快速崛起，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选举政治与政

策论争的焦点。其实，移民问题的出现，主要是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移民政

策上的重要转向有关。问题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究竟发生了何种转向？这种转向

又带来了何种政治冲击（political impact）与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呢？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

家面对充满争议的移民问题又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呢？本文试图系统深入地剖析这些问题。

移民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兴起

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逐渐进入政治场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些国家 20 世纪后半叶以

来在移民政策上的重大转向。总的来说，它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保守的移民政策，转向了

更自由、更开放、更具包容性的移民政策。但这一转向带来的长期后果是始料未及的。

这里先讨论美国移民政策的变迁及其后果。在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标志性事件之

前，美国在移民问题上的做法可以统称为开放移民政策与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模式。② 

尽管历史教科书经常把美国称为各国移民的“大熔炉”，但这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准确的说法。实

际上，1960 年代之前，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其移民政策并不能算作是高度自由开放的。

严格来说，美国 1960 年代之前的移民政策有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主要欢迎的是来自西欧

国家的移民，特别是信奉新教的白人移民，美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 ；

第二，美国限制或者严格控制西欧国家以外的移民，甚至包括严格控制来自南欧、东欧国家的移民 ；

第三，美国对所有移民实行同化（assimilation）政策，鼓励所有移民成为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的美国公民。③

为了说明 1960 年代之前美国移民政策的关键特征，这里通过几个案例来对美国的移民政策

进行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第一个案例是，早在 1818 年，纽约和费城的爱尔兰人社团就向美国

国会请愿，希望在西部获得一块土地来安置需要救济的爱尔兰人。这听起来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政

治请求。但是，国会无情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当时的美国国会认为，如果不同族裔的移民群

体都要建立自己的聚居地，就有可能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④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国会 1882 年通过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这固然是

一部对华人劳工与华人具有严重歧视性的法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排华法案》的出台有着很

强的政治逻辑。事情的背景是，19 世纪晚期华人劳工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担忧。

有议员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华人劳工很难像爱尔兰移民、德国移民那样快速地实现美国化，无

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就是《排华法案》得以通过的主要原因。⑤

第三个案例是，随着 1880 年以后南欧与东欧移民的增加，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921 年移

民法》和《1924 年移民法》，其核心就是实行新的移民配额制（a quota system）。当时的美国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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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认为，西欧以外的移民会对“美利坚民族的同一性”构成挑

战，所以应该实行移民配额制。⑥新移民法规定，要以 1890 年美国人口普查为基础，根据当时已

有人口的来源地比例来分配今后各国每年新移民的数量，即移民配额。根据这些法律的规定，中

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 1924— 1925 年度的移民配额都只有区区百人，同年度德国、英国、

爱尔兰的移民配额却分别高达 51000 多人、34000 多人和 28000 多人。

直到 1960 年代，美国的移民政策才发生了重要转向，其标志就是 1965 年通过的《移民与国

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该法不仅废除了移民配额制，而且不再根据族裔、肤色、

语言、国家来源地来区分移民。这样，美国移民政策才迎来了更为宽松的时期。

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向有两个主要的政治动力。一个是国际政治的因素。当时的美国处在冷战

体系之下，美国自己设定的国家形象是“自由民主的标杆”。而根据来源国与族裔严格控制移民

数量的做法，已经跟美国设定的国家形象不符。另一个是国内政治的因素。自 1950 年代以来，

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兴起，更加注重平等的左翼平权思潮逐渐成了美国社会的支配性观念。这样

一来，旧的移民法就被视为一部主张种族不平等或族群歧视的法律，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再正确了。

正是由于移民政策的调整，美国的移民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60 年，所有美国移民中来

自欧洲和加拿大的比例高达 84.8% ；而到了 2000 年，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以外地区的移民反过来

高达 82.2%，其中来自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比例为 51%。⑦简而言之，美国移民政策转

向的长期结果就是美国人口结构中族裔构成的重大变化。根据美国著名智库皮尤（Pew）研究中

心的估算，美国总人口中来自欧洲的白人族裔人口 1960 年还高达 85%，2005 年已经降至 67%，

2050 年将会降至 47% ；西班牙语族裔人口 1960 年仅为 3.5%，2005 年已经剧增至 14%，2050 年

将会攀升至 29% ；黑人族裔人口 1960 年为 11%，2005 年为 13%，2050 年将保持 13%，相对稳定 ；

亚洲人族裔 1960 年仅为 0.6%，2005 年已经增至 5%，2050 年将会上升至 9%。⑧这意味着，到 21

世纪中叶，来自欧洲的白人族裔人口将丧失美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位。

除了美国，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也经历了移民政策的重大变迁。尽管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移民政策时松时紧，但就整体趋势而言，移民政策还是朝着更宽松化的方

向发展。在 1990 年代欧盟实行高度一体化的政策之前，左右英、法、德这些欧洲国家移民政策

的关键因素，一是二战后的劳动力紧缺，这是鼓励移民的动力因素，二是国内保守力量担心外来

移民可能带来的诸种政治社会问题，这是抵制移民的阻力因素。

拿英国来说，该国从 1948 年到 1960 年代初实行的是相对自由的移民政策。这一政策既跟当

时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政治架构有关，又跟英国国内社会二战后的劳动力短缺有关。但随着

大规模移民的到来，英国社会内部就出现了保守派的反弹。从 196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英国先

后通过多部立法，实行了相对收紧的移民政策。⑨到了 1990 年代后期，一方面是由于执政的工党

政府实行更为自由的（liberal）而非保守的（conservative）治国策略，更注重全球化条件下移民对

经济的推动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英国实际上又迎来了移民政策较

为自由开放的时期。结果是，规模庞大的来自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移民都开始在英国工作、

生活、结婚和繁衍后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的估算，英国 1990— 2015 年间的移民总量高

达 850 万。到 2015 年，英国有 13% 的人口是国外出生的。其中，印度人、波兰人和巴基斯坦人

构成了英国移民的三大族裔。⑩

尽管法、德两国二战后移民政策变迁的具体情形跟英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基本逻辑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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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两国的移民政策也摇摆于更多基于经济考虑的鼓励移民政策和更多基于政治社会考虑的

限制移民政策之间。但是，由于后来全球化的进展和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特别是从 1990

年代开始，法、德两国实际上也走向了更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两国移民政策变迁的细节问题，

本文不再讨论。

由于英、法、德都属于欧盟最发达的大国，所以，当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实行商品、服务、资

本和人口的自由流动政策之后，它们自然成了欧盟内部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由此，欧盟内部

出现了人口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南欧、东欧国家向更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大规模流动。此外，它

们还要面对大量来自非欧盟地区的移民。⑪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欧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缓慢而重大的变化，一个基本

的趋势是欧洲本土的白人族裔人口比重的持续下降和人口族裔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到了

21 世纪初，英、法、德三国人口中白人族裔的比例已经分别降至 87%、84% 和 80% 左右。而这

一趋势还将继续。除了族裔因素，人口的宗教结构也是一个重要方面。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

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穆斯林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的持续攀升。皮尤研究中心的估算数据是，2016 年

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经达到约 4.9%，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经分别高达 8.8%、

6.1% 和 6.3%，数量分别为 572 万、495 万和 413 万。该中心认为，如果欧盟继续维持高度开放

的移民政策，那么，到 2050 年，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将高达 14%，德国、英国和法

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分别高达 19.7%、17.2% 和 18.0%。⑫

总之，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实际上都逐渐实行了更趋自由开放的移民政 

策。⑬特别是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后，这一政策就变得愈发明确了。

为何移民政策会引发出乎意料的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跟同一时期的全球化大趋势是分不

开的。全球化研究者罗比·罗伯特森（Robbie Robertson）认为，19 世纪以来全球化经历了三波浪

潮与一次回潮。第一波全球化发生在 1870— 1914 年，然后是 1914— 1945 年间发生的全球化的第

一次严重衰退，1945— 1980 年则是第二波全球化浪潮，1980 年以来则是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具

体来说，罗伯特森用三个指标来评估全球化浪潮的进与退，分别是跨国资本流动、跨国商品流动

和跨国人口流动。⑭所以，移民现象其实是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

从第二波全球化到第三波全球化，既是因为交通、通信与经济因素的推动，又是因为二战以

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性制度建设上的努力。尽管二战以后存在着美苏争霸和冷战格局，但西方

主要发达国家试图在西方世界内部和它们能影响的国际空间内构建一个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全球

秩序。在国际层面，它鼓励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基于互相尊重主权的和平关系，开放商品、服务、

资本以及最终包括人口要素的较大程度的跨国自由流动。从制度建设上看，从联合国到国际货币

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贸易领域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再到欧

盟和区域的自由贸易组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牵头发起的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成了这种自由

主义全球秩序的制度基础。在国内层面，它倡导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制度安排，主张每个人都应

该获得自由平等的公民权，都拥有包括选举投票权在内的政治参与机会。由于 20 世纪以来西方

发达国家的福利化趋势，这种公民身份甚至还意味着一个人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原住民，还是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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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来移民，都应该享受至少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这样一来，对移民来说，这种自

由主义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人口在国家间的流动不仅受到相当程度的鼓励，而且他们一旦合法地移

入新的国家，就应该在该国成为享受同等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公民。

这套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背后，其实是西方国家一整套关于国际社会的理论认知。这种认知

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对于世界秩序的经典思考。早在 1795 年，康德就

在《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提出了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这是一种“内有自由、外有和平”

的全球秩序，亦即每个主权国家都是尊重个人自由、立足自由秩序的共和国，而国与国之间则能

实现走向“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⑮当然，康德设想的世界秩序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成为现实。

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自由市场经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安排，

加上上文提到的二战以后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在内的许多全球性制度

安排的出现，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才在部分程度上实现了康德当年所设想的全球秩序模型。

这种全球秩序的结果之一，就是移民逐渐成了全球性的新现象。问题是，尽管西方发达国家

的主流认知及其政策推动了全球移民现象的兴起，但大规模移民导致的政治社会后果却是西方世

界的思想家和政策设计者起初并未预见到的。这种政策转向不仅直接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族

群与宗教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引发了很多始料未及的政治社会后果，包括这些国家文化异质性

程度的提高、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流失、社会分歧与政治分裂程度的上升以及政治共同体意识

与国家认同的弱化等。⑯那么，为什么移民政策的转向会带来很多始料未及的后果呢？这主要是

因为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的主流认知在移民问题上产生了三个主要偏差或误判 ：

第一，移民在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被视为简单的劳动力要素。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分析两

国贸易时，经常把经济活动简化为资本要素（C）和劳动力要素（L）的流动关系，基本结论是资

源优化配置要求资本要素从富国流向穷国，同时要求劳动力要素从穷国流向富国。问题是，这种

理论分析只是把移民视为一个抽象的劳动力，他们并没有别的身份。但实际上，移民还是一个生

物人，通常需要缔结婚姻、建立家庭和繁衍后代 ；还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处在复杂社会网络中

的人 ；还是一个有着政治诉求的政治人，特别是在他获得公民权和投票权之后，他还会通过政治

参与甚至政治抗争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二，移民在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中被认为能经由同化（assimilation）而完全融入（integration）

主流社会，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移民难以实现有效的同化和融入。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预

设的是，一个人只要来了美国，就会逐渐成为美国人——不管他原来是墨西哥人、波兰人、尼日

利亚人、巴基斯坦人，还是韩国人。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2004 年，塞缪尔·亨廷顿著

书认为，美国社会有一部分移民是难以被同化的。⑰

第三，移民的大规模进入是否会影响一个社会原先的同质性（homogeneity）程度呢？自由主

义全球秩序观显然低估了这种可能性。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的主流认知还倾向于认为，移民甚至

能够强化一个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但问题是，移民的大规模进入可能会削弱一个社会原先的同质

性程度，进而会削弱一个社会原先的政治共同体。⑱以美国为例，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欧洲

以外地区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美国还能维系过去的社会同质性程度吗？实际情况是，美国社会的

异质性程度出现了显著上升。

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认知对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移民政策转向所导致后果的误判，又源于他

们的理论预设。在移民问题上，西方国家过去半个世纪的主流认知有三个主要的理论预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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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视角，个人主义方法论本身无可厚非。但

在移民问题上，个人主义方法论倾向于把人看成一个完全抽象的个体，就会导致认知上的偏差。

实际上，人并不是一个完全抽象的个体，而是带有复杂身份特质的生物人（就婚姻繁衍意义而言）、

社会人、政治人与宗教人。单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在分析一个进入某个社会的移民个体时，比

较容易忽略这个移民本身的特质——不管这个移民是意大利人、叙利亚人还是墨西哥人，不管

他说法语、波兰语还是非洲的某种部族语言，不管他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锡克教徒，不管他

是未受教育者、大学毕业生还是博士学位获得者，不管他是低技能者、专业电工还是高级软件

工程师。进一步说，单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通常也不会重视移民个体的特质与移入社会的特质

之间的匹配性。

第二，西方文明同化论。这一理论预设移民进入西方社会之后能够实现快速的同化与融入，

但这种预设可能过度乐观了。以美国为例，20 世纪之前，美国在移民同化与融入方面做得比较成

功。而到了 20 世纪末，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不仅超过了欧洲移民，而且其比重已攀升到 80% 以上。

这样一来，面对规模庞大的非欧洲移民，美国能否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有效的同化，使其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就成了一个问题。对西欧主要国家来说，类似的问题是它们难以有效同化规模庞大

的穆斯林移民群体。

第三，政治秩序制度论。这一理论预设宪法、政治制度与基本规则是一种政治秩序最重要的

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实际上，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不仅取决于宪法与

基本规则，而且取决于该社会公民共同体的构成。换言之，在自由民主政体框架下，一个社会的

政治秩序究竟如何运作，关键取决于谁参与、谁决策。比如，同样一部宪法，由原先的 1000 万

本土公民来操作，跟大规模移民涌入之后，由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 1000 万或 1200 万公

民来操作，政治运作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就此而言，公民共同体的构成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政治

生活的关键变量，而移民的大规模进入会显著改变一个国家的公民共同体构成。

移民的政治效应 ：一个演绎模型

根据上文的讨论，移民问题之所以会兴起并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热点，原因乃在于移

民或多或少都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冲击。问题是，到底该如何评估这种政治冲击的

程度呢？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种政治冲击的严重程度呢？这就是本文第三部分要回答的问题。

这里先从一个假想的国家案例切入，然后基于演绎方法提出一个理解移民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

这里假设有这样一个国家 ：某年，该国有主导族裔 A 族（Majority Ethnical Group A）N 万人口，

信仰宗教 C，该族裔出生率为 X% ；同时有少数族裔 B 族（Minority Ethnical Group B）M 万人口，

信仰宗教 I，该族裔的新移民以每年 m 万的速度从境外继续移入该国，该族裔移民有 K% 能被该

国同化并融入该国的主流社会，其他即有（100-K）% 的比例难以被同化或难以融入该国的主流

社会，该族裔出生率为 Y%（参见图 1）。根据这些条件，能否评估移民对该国人口结构和文化异

质性程度的长期影响呢？

在这个案例中，只要稍作分析就能发现，移民带来的实际政治冲击或政治效应主要取决于几

个重要参数之间的关系。如果给这一案例中的重要参数赋予特定的数值，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本文假设了两种差异较大的具体情形。第一种情形是 ：1980 年，该国有主导族裔 A 族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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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口，信仰宗教 C，该族裔出生率为 1.2% ；同时有少数族裔 B 族 20 万人口，信仰宗教 I，该

族裔的新移民以每年 2 万的速度继续进入该国，该族裔移民有 67% 能被同化与融入主流社会，其

他 33% 则难以被同化，该族裔出生率为 1.5%。在这种情形下，少数族裔所占人口比例较低，仅

为 2% ；移民速度较慢，每年仅为 0.1% ；同化率较高，为 67% ；少数族裔与主导族裔出生率差距

不大，仅为 1.25 倍（1.5%/1.2%）。因此，移民对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带来的政

治冲击就比较小。换言之，该国将在很长时期内维系主导族裔 A 族为主的公民共同体结构，即便

少数族裔 B 族的人口比重在缓慢增加，但由于增速比较低加上较高比例的少数族裔移民实现同化

和融入，移民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该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该国的政治生活不会因

为移民的进入而发生重大或显著的改变。

但是，本文假设的第二种情形就很不一样了。第二种情形是 ：1980 年，该国有主导族裔 A

族 800 万人口，信仰宗教 C，该族裔出生率为 1.2% ；同时有少数族裔 B 族 200 万人口，信仰宗教 I，

该族裔的新移民以每年 20 万的速度继续进入该国，该族裔移民有 33% 能被同化与融入主流社会，

其他 67% 则难以被同化，该族裔出生率为 2.4%。在第二种情形下，少数族裔所占人口比例本来

就不低，为 20% ；移民速度较快，每年约为 2% ；同化率较低，仅为 33% ；少数族裔与主导族裔

出生率差距较大，为 2 倍（2.4%/1.2%）。因此，移民对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带

来的冲击就比较大。由于少数族裔人口比重较高，加上移民速度较快，再加上绝大部分移民在政

治上不能被同化，因此，该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异质性程度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将发生根

本的改变，主导族裔 A 族为主的公民共同体结构甚至可能趋于瓦解。

根据上面的参数，假如还有关于死亡率的数据，这里甚至能计算出大约需要用多长时间， B

族与 A 族的人口数量就相当了。这同时意味着，到那个时间点，信仰宗教 I 和信仰宗教 C 的人口

数量也相当了。而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之后，B 族和信仰宗教 I 的人口，将逐渐取代 A 族和信仰宗

教 C 的人口，成为该国新的主导族裔和主导宗教。假设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该国人口的族群结

构和宗教结构就会发生永久性的置换。

比较这两个假想的国家案例，可以看出，移民对一个国家政治冲击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几个

关键的参数 ：一是主导族裔人口跟少数族裔人口的比例关系（N/M），二是每年移民人数跟总人口

的比例关系（m/[M+N]），三是少数族裔或移民人口被同化与不被同化的比例（K%/[1-K%]），四

是主导族裔跟少数族裔出生率的比例关系（X%/Y%）。此外，这两个案例没有提及但同样重要的

参数是，少数族裔 B 族跟主导族裔 A 族在种族、语言、宗教、传统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性或异

质性（dissimilarity）程度。

考虑到特定时期——无论是 1980 年还是 2000 年——主导族裔跟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是一个

图 1　移民的政治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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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的参数，可以被视为一个存量，因此，评估移民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政治冲击或政治效应——

可以被视为一个增量——需要考察的是下面四个关键参数 ：

参数一 ：移民率（Immigration Rate）。这个指标既可以用每年新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

也可以用历年累积的移民总量占总人口比率来衡量。

参数二 ：异质性程度（Dissimilarity Index）。这个指标主要衡量的是移民群体与主导族裔在种

族、语言、宗教、传统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性程度。

参数三 ：同化率（Assimilation Rate）。这个指标是指有多少比例的移民或少数族裔实现了同

化和融入主流社会，形成了对移入国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

参数四 ：出生率（Birth Rate）。这里是指不同族裔人口的出生率，既包括主导族裔人口的出

生率，也包括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人口的出生率。跟绝对出生率相比，更重要的是移民群体或少

数族裔相对于多数族裔的出生率高低。

基于对以上参数的讨论，本文提出一个评估移民的政治冲击或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表达公

式如下 ：

PI = F （IR*DI/AR, BRmin/BRmaj）

在上述公式中，F 即 Function，代表的是函数公式 ；PI 即 Political Impact of Immigration，代

表的是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 ；IR 即 Immigration Rate，代表的是移民率 ；DI 即 Dissimilarity Index，

代表的是移民跟主导族裔的异质性程度 ；AR 即 Assimilation Rate，代表的是同化率 ；BRmin 即

Birth Rate of the Minority Group，代表的是移民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 ；BRmaj 即 Birth Rate of the 

Majority Group，代表的是多数或主导族裔的出生率。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移民的政治冲击”在政治上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本身不代表正

面或负面的影响，它评估的只是移民进入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的改变程度。换言之，这

个函数模型评估的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大规模进入，移民究竟会对一个国家原有人口的族群与宗

教结构以及文化异质性程度带来多大程度的冲击或改变。

根据上述函数模型，如果移民率较高，移民群体跟主导族裔的异质性程度较高，移民群体的

同化率较低，移民群体的出生率较高，主导多数族裔的出生率较低，那么移民对一个国家带来的

政治冲击或改变就会比较大 ；反之，如果移民率较低，移民群体跟主导族裔的异质性程度较低，

移民群体的同化率较高，移民群体的出生率较低，主导多数族裔的出生率较高，那么移民对一个

国家带来的政治冲击或改变就会比较小。

跟上文假想的国家案例相比，这一函数模型没有列入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初始年份少数族裔人

口跟主导族裔人口的比例。由于这是一个存量概念，而这一函数模型主要评估的是初始年份以后

的特定时期（一年或几年）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这是增量概念，所以没有将该数据列入这一

函数模型。但实际上，这一比例非常重要。简单地说，如果少数族裔跟主导族裔的人口比例很低，

那么，同样条件下，移民对一个国家产生重大政治冲击所需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反之，这个时间

就会比较短。尤其是当少数族裔跟主导族裔规模比较接近时，随着少数族裔移民的增加，少数族

裔更有可能较快地成为跟主导族裔产生激烈竞争关系的“竞争性族群集团”。这往往会对一个国

家的政治系统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但由于其中的机制和效应都会比上述函数模型更为复杂，

本文就不再重点讨论少数族裔跟主导族裔的初始比例这一参数。

到此为止，本文已经基于演绎方法提出了一个分析移民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可以简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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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示移民给一国带来的政治冲击。进一步说，如果这一函数模型在理论上是可靠的，那么它能

更有效地帮助我们来理解西方国家如今的移民政策论战，以及未来可能的移民政策调整。

为了说明这一函数模型在经验世界中的真实情形，本文再结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

来做进一步的讨论。这里要讨论的第一个参数是移民率。移民率，一般是一定时期的移民人数占

总人口的比率。这个概念并不复杂，但统计标准往往五花八门。比如，它统计的到底是特定时

期内（例如一年）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还是净移入的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 ；或者说，它到

底是指移民流量（比如一年或几年内的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还是移民存量（历年累计的移民）

占总人口的比率。

世界银行根据外国移民存量占总人口的比率来估算移民率。根据该标准，截至 2015 年，美

国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为 14.5%，英国为 13.2%，法国为 12.1%，德国为 14.9%。如果统计国

家组别，那么欧盟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是 10.7%，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是 10.1%，高收

入国家组是 13.6%。⑲显然，以外来移民存量占总人口的比率这个指标来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的移民率已经相当高。这些国家大致有 10%～15% 的人口是外来移民。其实，如果能有每个主要

国家每年流入的净移民数量——移入数量减去移出数量——占总人口的比率数据，就能更好地评

估这些国家按年度计算的移民率。但这方面目前尚无比较权威的全球数据库。

要讨论的第二个参数是异质性程度。这里的异质性程度，不是考察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人

口结构的多样性指标——这一指标一般用族群分化（fractionalization）程度等来衡量，⑳而是考察

一个族群跟另一个族群——前者通常是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后者通常是主导族裔或多数族裔群

体——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传统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性程度。比如，日本人跟韩国人在种

族、语言、宗教、传统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较小，即异质性程度较低 ；日本人跟尼日利亚人在种族、

语言、宗教、传统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较大，即异质性程度较高。

这里的困难在于，一个族群跟另一个族群的异质性程度能准确衡量吗？从理论上说，这应该

是可以做到的，但目前尚无学者或研究机构开发出衡量不同族群异质性程度的完整指标体系与数

据库。目前，学术界能够提供的是几个不同的衡量两个族群之间异质性程度的替代性指标。有学

者用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来衡量国家间或族群集团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性程度。该指标的基

础，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各国被调查民众在政治态度数据上的距离。㉑有

学者根据普通美国人学会另一种语言的难度，来度量这种语言跟英语之间的“语言距离”（linguistic 

distance）。该研究发现，对美国人来说，日语和韩语都是最难学习的语种，而法语和意大利语是

较容易学习的语种。根据这一指标，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跟日本人和韩国人相比，与美国人的语

言距离更近。㉒还有学者用语言树（a linguistic tree）来衡量全球 6912 种语言之间的距离，并以此

来界定不同族群之间的语言分化（linguistic cleavages）程度。㉓总体上，在更好的指标被开发出来

之前，文化距离、语言距离或语言分化程度，都可以作为度量两个族群之间异质性程度的替代性

指标。

要讨论的第三个参数是同化率。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

起，同化甚至已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一个国家到底是否应该对外来移民实行同化政策？答

案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取决于他是同化论者还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但本文倾向于认为，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对移民实行某种程度的同化并使其融入该国的主流社会，那么移民对该国带来

的政治冲击就会比较大。因此，同化与否或同化率可以成为衡量移民政治冲击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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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化，学术界历来有着不同的定义。本文较赞同的一个主流定义是，同化仍然不可避免

地表现为“一种民族性模式（nationality pattern）对另一种民族性模式的取代”，特别是“力量较

弱或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群体不得不对自身进行……修正”，以便能够融入一种统一的文化模式。就

这种视角而言，同化主要表现为移民接收国影响移民并使其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而移民则在此

过程中实现对移入国主流文化模式的适应，包括逐渐建立起对移入国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㉔ 

拿美国来说，同化主要是移民个体或移民群体逐渐美国化的过程。

进一步说，问题是究竟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同化了外来移民呢？美国曼哈顿研究

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把同化视为“随着外来移民在美国生活时间的延长，外来移民跟本

国居民的差异（distinction）变得不再显著的过程”，而后，该机构用同化指数或同化率指数（the 

Assimilation Index）来衡量一个国家“某个特定时间的同化状况”。这意味着，同化率是指在某个

特定时间有多少比例的外来移民跟本国居民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不再显著。曼哈顿研究所的报告

认为，基于 2010— 2011 年的数据，美国移民的综合同化率从 1980 年到 2010 年由 35% 以上跌到

了 30% 左右。从同化维度来看，移民在美国社会的经济同化（economic assimilation）程度高于文

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程度，文化同化程度又高于公民同化（civic assimilation）程度——

后者是指合法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像普通美国公民一样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从来源地来看，加拿

大和菲律宾移民的同化指数超过 50%——菲律宾同化程度高可能跟该国的英语普及率高有关，而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移民的同化指数仅为 15% 左右。从移民时间来看，无论移民何时来到美国，随

着居住时间的延长，他们的同化指数无一例外都在提高。㉕这份报告带来的好消息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美国外来移民的同化指数在持续地提高 ；但坏消息是，美国外来移民如今的同化率大约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特别是占移民绝大多数的拉美移民同化率显著低于欧洲移民和亚洲移民。

要讨论的第四个参数是出生率。这既包括主导族裔的出生率和移民群体的出生率，又包括这

两个出生率之间的比率关系。出生率或生育率其实是较为简单的客观指标。从人口学上讲，出生

率一般是指每一年或一个时期内每 1000 个人所对应的出生人口，一般用千分之几来表示。联合

国的数据显示，20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的平均出生率一直在稳步下降。比如，1950— 1960

年全球的平均出生率约为 35‰～37‰，2000—2010 年的出生率仅为 20‰～21‰。如果目前的趋势

不变，到 2050— 2060 年，全球的平均出生率将大幅降至 14‰左右。㉖

但本文主要关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生率，而是主导族裔出生率跟移民群体出生率之间

的比率关系。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白人主导族裔的出生率往往要低于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

的出生率。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估算，在美国四大主要族群中，2010 年欧洲白人族裔 20— 34 岁

适龄女性的生育率为 1.8，即平均生育 1.8 个孩子 ；西班牙语族裔适龄女性的生育率为 2.4 ；黑人

族裔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 2.1 ；亚洲裔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 1.8。㉗显然，欧洲白人主导族裔是美

国社会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至于欧洲，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认为，欧洲不同宗教群体

人口的出生率差异较大。从 2010 年到 2050 年，欧洲的基督徒人口将从 5.53 亿左右降至 4.54 亿

左右，穆斯林人口将从 0.43 亿增至 0.71 亿左右。造成这种人口变化趋势的，除了移民，就是由

于欧洲基督徒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 1.6，而穆斯林适龄女性的生育率是 2.1，后者超出前者 30%

以上。㉘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主导族裔与少数族裔或移民群体相比，其生育率都相对较低。

这意味着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相对就会比较大。

综上所述，在本文提出的评估移民政治冲击的演绎模型中，所有参数在经验世界中都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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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数据。基于这些经验数据，这一函数模型能够通过给参数赋值来评估移民对一个社会带来

的政治冲击究竟有多大。这样，该函数模型就为理解移民的政治影响提供了一种清晰有效的认知

工具。

基于政治冲击评估的移民政策选择

如果上述函数模型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移民政治的基本逻辑，那么我们就能据此来评估这些国家

在移民问题上可能的政策选择。过去很长时间，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移民政策的论战主要发生在两种

主张之间 ：一种主张是控制移民数量或限制移民来源地的政策，同时在国内对移民实行同化 ；另一

种主张是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同时在国内实行文化多元主义。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发达

国家总体上是从限制移民转向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从同化或政治同化转向文化多元主义。从政治

哲学视角来看，这种转向同时也是从政治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转向政治理想主义的政策取向。

如今，强调同化的观点在一部分人看来甚至已经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因为只要认可同化的概

念，就意味着承认移民接收国及其主导族裔或主导文化相对于移民群体的优越地位。如果接受不

同族裔群体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全平等的身份，那么同化就是政治不正确了。但历史地看，无论

是美国还是欧洲主要国家，20 世纪中叶之前长期实行的都是相当程度的同化政策，而且取得了不

错的成效。比如，前文已经介绍过，这样的做法对塑造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无意系统比较同化论与文化多元主义这两种政策主张，本文的目标是基于评估移民政治

效应的函数模型，来推测西方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的可能选择。换言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想

要降低移民对于国内社会的政治冲击，那么它们有可能会采取哪些政策选择？根据上文提出的函

数模型—— PI = F （IR*DI/AR, BRmin/BRmaj），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想要减少移民对国内社会的政治冲

击，那么它们可能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很清晰的。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降低移民率。本文的函数模型显示，西方发达国家

要想降低移民的政治冲击，他们首要的做法可能就是改变“过度”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进而采

取限制或控制移民规模与数量的做法。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是本文的一种政治主张，而是本文

在对移民政治效应的函数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种判断。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控制移民的来源地结构，即减少跟本国主导族裔异质

性程度高的国家的移民，或鼓励跟本国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低的国家的移民。假如一个国家已然

准备接受每年 10 万的移民，那么，异质性程度低的 10 万移民将降低对该国国内政治的冲击，而

异质性程度高的 10 万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会比较大。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三个办法是恢复过去长期实行的同化政策。历史经验是，同化移

民并使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依然是重要的，也是移民政策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不实行同化政策

或者无法同化移民，随着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一个国家很快就会出现身份、认同与文化的碎片化。

而只要人类社会仍然长期处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阶段，那么一个国家内部身份、认同与文化

的高度碎片化就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威胁。本文的函数模型显示，成功的同化会大大减少移民对一

个国家的政治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第四个办法是提高主导族裔相对于少数族裔的出生率。这意味着，

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首先会采取鼓励主导族裔的生育意愿和出生率的政策。最近几十年，西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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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趋势。影响发达国家民众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主要

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推动，比如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机会成本、更低的死亡率

与更高的预期寿命、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女性就业率、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以及更有效的避

孕措施，等等。㉙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只要一个群体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只要其出生率低于

维持人口再生产的水平，那么，该群体的人口总量从长期来看就会持续减少。而任何文明传统都

是跟特定的人群有关的。当特定群体的数量规模降低以后，相应类型的文明也会衰落。与此同时，

如果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出生率较高，那么该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发生快速置换。所以，西方发达

国家未来有可能会把鼓励主导族裔的生育率作为一项关键的公共政策。但挑战在于，根据西方发

达国家的基本制度和观念，政府恐怕很难实行针对特定主导族裔的公共政策。

从上述函数模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有动力把降低少数族裔出生率作为降低移民政治冲

击的一项政策选择。但问题是，从法律上讲，西方发达国家无法也不可能控制移民群体或少数族

裔的出生率，他们唯一能够做的无非是调整某些鼓励移民或少数族裔群体高生育率的政策。举例

来说，给多子女的家庭提供多种福利和补贴，对于收入较高的主导族裔家庭来说，或许并不构成

一种有效激励，但是对于刚移入本国、工作技能和收入较低的移民群体来说，这些福利可能客观

上构成了一种鼓励生育的激励政策。㉚

综上所述，根据本文提出的基于函数模型的分析框架，西方发达国家要降低移民对于该国国

内政治的冲击，他们可能会采取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限制移民数量、限制异质性程度高的移民数

量、实行同化政策、提高主导族裔的人口生育率，以及调整原先客观上激励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

高生育率的相关政策。放眼全球，从北美到欧洲的西方发达国家，那些把降低移民的政治冲击作

为政治纲领的政治家或政党，在进行政策选择时，无非是上述政策中的一种或几种。至于具体的

做法，不同的国家完全可能会采取不同的选择。但无论怎样，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右翼政党所倡导

的移民政策调整，基本上都能从本文评估移民政治冲击的函数模型中得到相关的结论。

因此，这一基于演绎方法的函数模型的特殊价值在于，我们无须去收集大量的资料和国别的

信息，就能从结构上看清楚移民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政治冲击，以及他们可能会采取哪些政策

选项来有针对性地减少移民对于国内社会的政治冲击。由此可见，本文的主要价值不是分析具体

的移民政策主张，而是为理解移民的政治冲击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简约的分析框架。在现实的经验

世界中，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和欧洲保守派政治家与右翼政党提出的跟移民政策有关的各种

主张，其实并没有超出这一函数模型所提供的认知框架。

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移民政策的反思及其启示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用一个基于演绎方法的函数模型来分析移民对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社会所带

来的政治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总体上，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主要发达

国家的移民政策都经历了重要的转向。但问题是，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向带来了某些始料未及的后

果。而这种后果的出乎意料又跟西方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主流认知及其理论预设有关。西方发达

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三大理论预设——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化同化论及政治秩序制度论，在

理解移民的真实情境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

本文基于演绎方法提出了一个理解移民如何给一国社会带来政治冲击的分析框架。简而言之，



58     总第三八九期

影响移民政治效应的参数包括 ：一是移民率的高低，即移民相对于总人口的比率越高，政治冲击

就越大 ；二是移民群体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的高低，即移民群体跟主导族裔在语言、宗教、文

化上的距离或差异越大，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越大 ；三是移民被同化程度的高低，即移民群体

被同化的程度越高，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越低 ；四是移民群体相对于主导族裔出生率的高低，

即移民群体相对于主导族裔的出生率越高，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就越大。

根据这一基于演绎方法的函数模型，本文推导出西方发达国家在降低移民政治冲击方面采取

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限制移民的数量与比重、控制异质性程度高的国家的移民数量、提高移民的

同化程度、鼓励主导族裔提高生育率以及调整鼓励移民群体高生育率的政策等。实际上，这一函

数模型的优势并不在于对不同国家的各种具体政策进行评判，而在于推导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可能

用于降低移民政治冲击的政策选择及其关键的政治逻辑。至于具体政策方面，按照本文的分析框

架，只要一项移民政策遵循本文提出的函数模型的基本逻辑，就能产生较为显著的效果。进一步

说，西方发达国家最近几年中保守主义政治家或者右翼政党提出的新的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纲领，

并没有超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从更宏观的时空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移民政策的政治论战大概不会超出三种关键的

战略选择。其一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逐渐形成的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但时至今日，他们已经认识到，

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问题和挑战。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 2016 年英国

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新审视过于理想

主义的路线，甚至开启了向温和现实主义的转向。此其二。这种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在

国内要维持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做法，尊重移民群体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在移民与人口政策上

又要采取更现实主义、更保守主义和更民族主义的做法，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降低移民对于国内社

会可能的政治冲击。㉜

问题在于，在如今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移民政策向温和现实主义的转向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多

数人的欢迎。因为从既有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出发，这种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选择在政治上是不够

正确的。但也有人认为，对于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政治家或执政党派一味坚持文化多元

主义的做法，那么最后可能连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都会被排除掉。其逻辑在于，如果过度开放移民

和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不受控制，且同时又带来更为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那么这些国家的右翼甚至

是极右翼政治力量就会出现大的反弹，到时再采取温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也可能无济于事。这样，

就不能排除第三种选择，即这些国家在整体上走向极端排外主义（extreme exclusivism）（见图 2）。

图 2　西方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三种战略选择及其互相关系

跟这一理论推断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是，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白人主导族裔由于人口结

构的重大变化和宗教族群多元主义的兴起而产生严重的威胁感知时，部分白人主导族裔的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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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就有可能走向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和极端排外主义。㉝如果这种政治主张取得更大

的影响力，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出现比今天的右翼政党更右翼的政治力量。甚至在未来的某个

时期，新兴的极右翼政党有可能成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政党甚至是议会多数党。如果这样，

那么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实际上，在 20 世纪的欧洲政治史上，类似这样

的情节并不是没有上演过。

问题在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主流政治阵营内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可能并没

有意识到移民政治的潮流发生重大逆转的风险。文化多元主义者往往更多地基于单纯的价值理念，

来倡导或评估一项重要的政策。然而，在对一项重大政策进行评估时，单纯的价值理念往往是不

够的。现实主义者——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主义者，在对一项移民政策作出政治判断时，不

仅要适当地考虑价值理念，而且要兼顾约束条件和政治后果。西方国家的温和现实主义者主张的

是，只有在充分考虑一种政策的政治后果，并在恰当评估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对某种价值理念的

坚持和追求才有可能带来好的结果，而非某种始料未及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文化

多元主义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又防止可能出现的极端排外主义局面。

回顾思想史，今日的温和现实主义者或许可以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找到共

鸣。在韦伯看来，在考虑一项重大的政策选择时，如果只是基于价值理念，那顶多算是兼顾到信

念伦理，但对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来说，仅仅考虑信念伦理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考虑到责任 

伦理。韦伯认为，政治家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责任伦理，并据此原则采取行动，才不会带来太离谱

的后果。韦伯曾经这样说 ：“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

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种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

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 ：‘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㉞据笔者观察，如今西方社会的许多

温和现实主义者都持有韦伯式的政治理念。

总之，对于今日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移民政策是一项艰难的选择。移民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政

治难题和挑战不仅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在西方社会内部，有人觉得，他们必须采

取某种积极的行动，才能避免局面变得更加糟糕。那么，为什么他们必须要采取某种行动，以及

他们又会采取何种行动呢？本文提供的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框架，恰恰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提供一种简约而有效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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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lue Examin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New Liberal Arts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Sun Zhouxing & Chen Shaoming & Zhang Renzhi & Wang Jun & Zhu Cheng & Zhang Xi & 

Wang Zheng
Abstract: How to link philosophy more closely with the spiritual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so that philosophy 
can take the puls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become a practical way to help people explore the way of a 
better life are important issues.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philosophy subject to shoulder great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Professor Sun Zhouxing, human techn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artistic humanities will constitute 
a new pattern of human culture in the future, so that the humanities should be updated and reformed. The new 
liberal arts reform should not only cross disciplines, but also add new disciplines, and build arts and humanitie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o as to resist the dangerous tendency of homogen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rofessor Chen Shaoming pointed out that the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humanitie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t is the mission of philosophy to strengthen or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of spiritual forces and make the future world more spiritual,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uman nature. 
Professor Zhang Renzhi pointed out that the fundamental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lies in defending 
common sense and enlightening the mind. Defending common sense means that today’s philosophy needs 
to return to life, face the world. Professor Wang Jun called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o realiz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break through the space of discipline organization; break through 
the spa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reak through the inherent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space. Professor 
Zhu Cheng believes that as far as the changing public life is concerned, public feelings, public rationality, 
knowledge and ability are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shape a good public spirit. Professor Zhang Xi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ew changes in the major 
historical turning period, and timely and consciously catalyze the awareness of new problems and the output 
mode of new knowledge within the discipline. Dr. Wang Zheng found that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and new humanistic spirit is to endow people’s life with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and provide a 
constructive and good form of life.

The Key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eyond the “Trap of Capital Supremacy” and 
the “Trap of Welfare Expansion”

Wu Zhongmin
Abstract: The logic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social protection have different positive func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However, if they evolve naturally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na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factors, they will inevitably give birth to two harmful 
situations—— the “trap of capital supremacy” and the “trap of welfare expansion”. The “trap of capital 
supremacy”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Capital is above everything; it basically negates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the field of redistribution; it ignores ignoring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in non-
economic field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p of welfare expansion” are the separa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social members; relatively value the redistribution of society, but relatively despise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society; relatively attach importance to social welfare and relatively despise economic 
development. Obviously, it is the key to a effectiv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motion of a country’s 
modernization that keeps the logic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social protection maintain a state 
of coordinated promotion, and mak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m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strong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modernization. 
Keywords: market competition logic; social protection logic; trap of capital supremacy;  trap of welfare 
expansion; coordinated promotion

Politi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 Analysis Based on Deductive Method

Bao Gangsheng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enerally turn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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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liberal and open immigration policies. But this has brought some unexpecte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e 
shift of immigration policy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mainstream cognit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ir mainstream cognition is based on three theoretical preconditions related to immigration issu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ssimilation the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order theory based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se three theoretical premises deviate greatly from the real 
situation of western social migration. Then, what factors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 
country? It can be measured by a functional model including many key parameters. From this model, it can 
be deduced that if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were to reduce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immigration, possible 
policy options include reducing immigration rates, increasing assimilation rates, controlling immigrant groups 
with high levels of heterogeneity, encouraging birth rates of dominant ethnicities, and changing practices that 
objectively encourage high birth rates of minorities.
Keywords: immigration; assimilation; cultural pluralism; majority ethnic groups; minority ethnic groups

Non-fiction Writing and Chinese Mem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n Jiang & Nan Fan & Hong Zhigang & Wu Yiqin & Tao Dongfeng & Yao Dali & Li Xiaoqian & 
Sun Jinghao & Meng Zhongjie & Liang Hong & Chen Fumin & Yang Qingxiang & Wang Di & 

Guo Honglei & Wang Xiaokui & Xu Zhaozhe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masterpieces in the field of non-fiction writing in China. The 
form of non-fiction provides rich possibilities for depicting the times, and naturally contains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To this end,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organized an interdisciplinary series of forums with 
the theme of “non-fictional writing and non-fictional China”. The first forum is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and relevant result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theme of the second 
forum is “Non-fiction Writing and Chinese Memory——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dimensions of non-fictional writing, such as discourse and meaning, history and 
narration, memory and reality, the participating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cholars carried out in-depth exchanges. 
The experts’ views and on-site discussions are sorted and presented here.

Can Property Taxation Improve Local Governance Capacity
Yan Changwu & Hou Yilin

Abstract: The adoption of the property tax is a projec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that affects the immediate 
interests of every family. As a mainstay of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 the property tax is not just a tool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raise revenue or to mitigate enlarging wealth disparity. It is more importantly an instrument 
to promote China’s underlying reforms including many missions. Being a bond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tax 
burden and benefits, the levy and use of the property tax enable localities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more 
responsibly and efficiently and to cultivate modern responsible citizens with high public spirits. In order to 
launch the reform of property tax smoothly, top-level design in state governance should be secured,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xpayers and regulating the power of governments.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tax capacity;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property tax; loc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New Sensibility” and Reflection of Fan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Age
——Discuss with Professor Li Lei

Qian Yefu & Xu Jian
Abstract: The immersive reading method close to the text enables fans to form a unique text experience, 
aesthetic and critical ability under emotional proximity, which Susan Sontag calls “new sensibility”. It is not 
only the way fans experience and criticize the text, but also a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fans’ own identity, 
which makes fan criticism free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academic criticism，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erceptual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the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spatial shift in 
literary criticism highlight the value of “new sensibility” criticism，and further call for the advent of new 
critical digital rationality.
Keywords: fans; fan criticism; new sensibility; immersive reading; digital storytelling


